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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污泥新污染物的赋存特征、
治理现状及防控策略
李江 1,2，邹晓爽 1,2，王斌 3，侯立安 4*

摘要 综述了我国城镇污泥中新污染物的赋存特征，梳理了污泥处理处置对新污染物的去

除特征，提出了污泥中新污染物治理现状的不足，凝练了污泥新污染物治理研究仍存在的关

键科学问题，由此提出了防控策略。从各类新污染物在污泥中的存在水平来看，抗生素检出

率较高，浓度高达μg/g dw；全氟化合物和内分泌干扰物浓度处于ng/g dw级别；微塑料存在水

平普遍较高，丰度范围为 1600.00~56400.00 个/kg dw。污泥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处理技术能

够有效控制和削减污泥中存在的新污染物。不同新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受污染物的理化性

质、生物利用性等污染物自身条件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多种新污染物共存体系的去

除路径及降解机制，可采用优化堆肥条件和引入特定的微生物菌种相结合的策略来提高新

污染物的降解效率，从而获得较安全的堆肥产物。土地利用是污泥堆肥产物的最终去向，我

国亟须开展对污泥土地利用过程中各类新污染物的生态风险评价，并建立相应的限量控制

标准，以便为污泥土地安全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城镇污泥；新污染物；赋存特征；控制技术；防控策略

收稿日期：2024-01-02；修回日期：2024-04-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68008）；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级重点项目（YJ2023-14）
作者简介：李江，教授，研究方向为有机固废资源化和新污染物治理，电子信箱：jli82@gzu.edu.cn；侯立安（通信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正高

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饮用水安全保障、分散点源生活污水处理和人居环境空气净化等，电子信箱：h20091957@126.com
引用格式：李江, 邹晓爽, 王斌, 等 . 我国城镇污泥新污染物的赋存特征、治理现状及防控策略[J]. 科技导报, 2024, 42(11): 18-28;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4.01.00016

1. 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喀斯特地质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贵州大学），贵阳 550025

2. 贵州喀斯特环境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贵阳 550025

3. 贵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贵阳 550025

4. 中国人民解放军96901部队23分队，北京 100094

新污染物（Emerging Contaminants, ECs）是由

西班牙学者Mira Petrović等在 2003年首次提出的

“新兴污染物”概念所衍生[1]，我国“十四五”规划中

正式命名为“新污染物”。与重金属和氮、磷等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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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相比，其“新”体现在该类污染物生产、使用

历史相对较短或发现危害较晚，且尚未纳入管理或

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风险。近年来，新

污染物的风险防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治理也

成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目前，生

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清单（2023年版）》（部令 第 28号）精准识别出首批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四大类：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

随着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的大量生产与日常

使用，城镇污水已经成为新污染物向自然环境排放

的重要汇聚通道，新污染物由于辛醇水分配系数

（Kow）较大，易被活性污泥吸附，污泥成为新污染物

最终的“汇”[2]。预计 2025年我国污泥产量将突破

8000万 t[3]，日益增加的污泥产量和“泥水并重”的

管理转变，污泥处理处置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

峻，泥质是制约污泥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的主要

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污泥中新污染物的污染现状

进行充分了解，这对安全合理的污泥土地利用显得

极为重要。因此，本文综述我国城镇污泥中新污染

物的赋存特征和控制技术，凝练污泥中新污染物研

究仍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提出治理策略。

1 我国城镇污泥中新污染物赋存特征

1.1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随着《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的

发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中全氟化合物成为各类环

境中关注的重点。我国污泥样品中检测到的全氟

化合物浓度高达几千 ng/g dw（表 1）[4]。全氟辛烷磺

酸为污泥中最主要的全氟化合物，浓度高达

7304.90 ng/g dw[5]。长链全氟化合物比短链全氟化

合物更容易沉积在污泥中，这是由于CF2每增加一

次，全氟化合物的Kow大约增加 0.6个对数单位[6]，例

如，全氟磺酸比全氟羧酸更容易保留在污泥中，我

国污水处理厂中长链氟调醇（全氟烷基羧酸的重要

前体之一）在污泥中有较高的检出浓度[7]。

此外，污泥中其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陆续被报

道。与氯苯、卤代烃等微量污染物相比，多环芳烃

自身的疏水特性使得其污泥中的含量处于较高水

平[8]。据报道，16种多环芳烃在我国污泥中检出浓

度较高，总量在 0.06~34.93 mg/kg dw[9]，且大多城市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中以 3~4环多环芳烃为主，

3环以下多环芳烃含量较低是由于其理化性质使

得大部分挥发到空气中或者在废水处理过程被降

解，4环以上多环芳烃含量较低主要是由于污水来

源中含有较少的石油类污染物[10]。

1.2 内分泌干扰物

城镇污水处理厂被认为是内分泌干扰物的重

要来源之一，我国污水处理厂主要检出的内分泌干

扰物为双酚A、脱氢表雄酮、雄烯二酮和孕二醇，南

方污水处理厂中污水的双酚A浓度显著高于北方，

而北方污水处理厂的脱氢表雄酮、睾酮和雌三醇显

著高于南方[11]，该空间差异主要与所在地区的人口

规模、城市特征和进水质量相关。与污水相比，污

泥中内分泌干扰物的空间变化幅度要低得多，主要

是由于污水处理厂中生物处理和深度处理对其进

行有效去除，减少进水引入内分泌干扰物的时空差

异。与其他新污染物相比，内分泌干扰物是我国城

镇污泥中浓度相对较低的新污染物（表 1）[12]。合肥

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中内分泌干扰物浓度范围为

ND~2.02×106 ng/g dw[13]，昆明滇池范围 8座污水处

理厂污泥中内分泌干扰物浓度范围为 1.21~9.45
ng/g dw[14]。据目前的研究来看，我国污泥中的内分

泌干扰物浓度低于国外污泥。韩国 40个具有代表

性的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酚类污染物的总浓度高达

25700 ng/g dw[15]。美国 74个污水处理厂污泥中双

酚 A物质的浓度范围为 12.80~4730.00 ng/g dw[16]。
我国污泥中内分泌干扰物主要以 5α-二氢睾酮、雄

烯二酮、脱氢表雄酮、孕二醇和双酚A为主[17]，且污

泥中雄甾酮、去氧孕烯、睾酮和 17α-去甲雄三烯醇

酮存在显著的季节差异，夏季为污染物出现的高浓

度季节，冬季较低[11]。

1.3 抗生素

抗生素在人和动物体内不能被完全吸收或代

谢，大部分通过排泄物直接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而

污泥胞外聚合物的多孔结构以及羧基、氨基和羟基

等官能团为抗生素的吸附提供条件，约 70%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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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未能通过污水处理进行生物降解，而存在于消

化污泥中[12]。由于抗生素的普遍使用，导致抗生素

污染广泛存在，除我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城镇污泥

也发现高浓度水平的抗生素（从 ng/g到μg/g级别），

如爱沙尼亚、意大利、西班牙等[28]。我国城镇污泥

中抗生素组成特征相似，50%~87%的氟喹诺酮类

抗生素赋存于污泥中[18]，氟喹诺酮类为主要的抗生

素种类（总浓度高达 8905 ng/g dw），其次是大环内

酯类（85.1 ng/g dw）和磺胺类（22.7 ng/g dw），主要

是由于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的Kow比大环内酯类和磺

胺类高出 2~3个数量级[29]，更能通过络合效应存在

污泥，中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毒性。污泥中抗生素

表 1 我国不同地区城镇污泥中典型新污染物浓度[18-27]

类别

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

（ng/g dw）

抗生素

（ng/g dw）

微塑料（个/
kg 干污泥）

内分泌干扰

物（ng/g dw）

华东地区

上海（PFOA
23.20~2989.00）

上海

（19811.00）；

浙江（125.00~
12341.00）；

安徽（9161.00~
17475.00）；

山东（365.00~
15255.00）

上海

（18000.00~
37500.00）；

山东（1600.00~
56400.00）

上海（BPA：
ND~0.20）；江苏

（EEs：0.50~
4.40）；安徽

（EEs：ND~
10.84）

华南地区

广东（PFOS：
2.00~8.50；
PFOA：0.50~
3.80）

广东（12.40~
8238.00）

广东

（11300.00~
20000.00）

广东（E1：
1.04~22.9）

华中地区

江西（PFCs
4.62～42.58）

湖南

（4289.00~
4765.00）；

河南

（11573.00~
13788.00）

湖南

（10900.00~
39700.00）

湖北（BPA ：

0.42~17.90）

华北地区

天津（PFOS
41.50~
168.80）

北京

（1033.00~
10195.00）

内蒙古

（64000.00~
74000.00）

北京（BPA：
3.20～20.10；
EEs:0.59～
6.76）

西南地区

重庆（PFOA：
31.90；

PFHxS：0.13）

重庆

（0.92~
466.76）

四川

（7600.00~
27300.00）；

贵州

（10300.00~
48200.00）；

云南

（7000.00~
8500.00）

重庆（BPA：
9.10~446.00；
EEs：3.00~
26.10）；贵州

（DBP：
280.80~

105.16）；四川

（BPA：9.43~
30.60）

西北地区

陕西

（PFOS：
27.90；

PFOA：1.16；
PFDA：1.29）

甘肃（98.30~
17282.00）

陕西

（65150.00~
71770.00）

陕西（BPA：
0.42~83.20）

东北地区

新疆（PFOS：
10.30；

PFOA：81.80）
沈阳（PFOA
20.96~62.29）

黑龙江

（73.60~
22000.00）

辽宁

（14100.00~
25600.00）

—

注：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全氟化合物（PFCs），全氟己烷磺酸（PFHxS），全氟癸酸（PFDA），双酚 A（BPA），雌激素

（EEs），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雌酮（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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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存在季节性差异，冬季光照不足和降雨量减少

等条件导致抗生素在污水中稀释不足，故冬季污泥

的抗生素浓度与其他季节污泥相比较高。相同时

期，不同污水处理厂抗生素浓度也存在差异，可能

是由于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数量导致。例如，桂林

市氟喹诺酮类浓度水平（2900.00~5400.00 ng/g dw）
低于国内城市平均水平（8900.00 ng/g dw）[30]，可能

是由于桂林市城市平均人口较少，而且处于亚热带

地区，由寒冷引起的感冒用药较少，导致抗生素使

用量少。此外，污水处理厂中工艺的操作参数也会

影响污泥中抗生素浓度，较长的污泥停留时间可能

导致污泥中积累更多的疏水性抗生素[31]。

1.4 微塑料

污水经过二级生物处理后，90%以上的微塑料

都会从水体中去除而保留在污泥中，污泥脱水时

20%的微塑料会回流到污水中，而其余的微塑料则

保留在干污泥中进行处理[32-34]。我国城市干污泥

中微塑料的丰度范围（1600.00~56400.00 个/kg）[34]

略高于欧洲国家，德国城市干污泥中微塑料丰度范

围为 1000.00~24000.00 个/kg，爱尔兰城市干污泥

中微塑料丰度范围为 4196.00~15385.00 个/kg[35]，各
个国家污泥中的微塑料丰度有所差异除了来源外，

还与人口密度和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先进性有关。

污泥中微塑料成分反映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伊朗

污泥中检测到的大部分微塑料是聚酯、聚酰胺树脂

和聚丙烯酸酯，主要来源于家庭的地毯清洗活

动[36]。我国城镇污泥中微塑料的成分以聚酯为主

（60%），其次为聚乙烯（14%）、聚丙烯酸酯（7%）、聚

氯乙烯（5%）、聚苯乙烯（4%）及聚丙烯（3%）[19]，主

要来源于服装和食品包装等生产和使用。此外，我

国污泥中微塑料丰度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与当地

年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污泥中微

塑料丰度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二月开始上

升，九月开始下降，冬季丰度最低[34]。

2 污泥处理处置对新污染物的去除

目前，我国已基本构建了 4条与我国泥质特征

匹配的污泥安全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主流技术

路线（图 1）[3]，其中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是污泥稳

定化处理有效生物手段，在削减新污染物含量、降

低后续土地利用过程的环境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土地利用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污泥处置

途径，2022年 9月 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部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污泥无害化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2〕1453号），

明确提到要积极推广污泥土地利用，但由于目前国

内尚未建立污泥土地安全利用风险评估体系，进而

限制了污泥的土地利用范围，因此研究污泥处理处

置对新污染物的去除对污泥的土地利用和生态安

全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2.1 污泥厌氧消化过程中新污染物的去除

污泥厌氧消化系统中，新污染物的削减主要通

过微生物改变其结构而实现[37]，可有效降低污泥中

各新污染物浓度，甚至使其低于检测限。不同种类

新污染物的降解率受其分子结构影响，含失电子官

能团的抗生素更易在厌氧消化系统中降解。研究

表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中含有的氨基和羟基及四

环素类抗生素中含有的羟基和二甲胺基，都是失电

子官能团，而喹诺酮类中含有的较强得电子官能团

图1 我国污泥处理处置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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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基导致其更难降解[38]。厌氧消化对于污泥中新

污染物的去除总体上具有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代表

所有的新污染物都能在厌氧消化过程中得到有效

削减。多溴联苯醚的生物利用度限制了其在污泥

厌氧消化过程中的降解效果[39]，即存在一个阈值浓

度，低于该阈值不能发生脱卤过程[40]。研究表明，

微塑料可在厌氧消化中分解成沼气，由于聚合物的

生物分解特性，会对微生物具有毒害作用，降解速

率较缓慢（表2）。

为提高污泥厌氧消化对新污染物效率作用，通

常会采用预处理技术改善污泥泥质，具体包括添加

酸、碱及高级氧化药剂等化学预处理技术和以水热

技术为代表的热处理技术。当热解温度升高，污泥

残余物中微塑料丰度会相应减小[46]。低温下不完全

的热解可能导致微塑料的表面形态粗糙，使其更易

于吸附污染物。据报道，0.10~30.00 mg O3/g TS的
臭氧剂量可去除 60.00%~99.00%的新污染物，如抗

生素和雌激素[47]。超声波预处理促进污泥的增溶效

果，提高氧转移速率[48]。芬顿技术预处理可将污泥

中酚类化合物转化为环己烯酮和醌类结构，促使污

泥中雌激素去除70.00%~98.00%[49]。这些预处理手

段对厌氧消化去除污泥中新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强

化效果，然而预处理对新污染物的削减不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后续厌氧消化过程中接种污泥的加入可

能会导致新污染物浓度反弹[50]。因此，延长预处理

时间、适当减少消化底物中接种污泥的比例是另一

种可行方法。通过向污泥中添加合适的外源物质

（石灰、粉煤灰或磁性生物炭等）可增加新污染物的

生物利用度，对其浓度削减产生积极影响[51]。

2.2 污泥好氧堆肥对新污染物去除的影响

堆肥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污泥处理技术，可有

效去除新污染物（表 2）。含树皮的污泥堆肥中抗

生素浓度比堆肥前浓度低1个数量级[12]。污泥和畜

禽粪便进行共堆肥可有效去除四环素类、磺胺类、

青霉素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去除率为 70.00%~
99.00%[52]。不同抗生素在堆肥不同阶段中去除效

果有所不同，例如克拉霉素主要在堆肥前期被去除

（0~15 d，43.00%），林可霉素和四环素在堆肥腐熟

阶段被去除（35~120 d，36.00%和 75.00%），氨苄西

林和甲氧苄氨嘧啶在堆肥整个过程中都得到去

除[53]。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和氧氟沙星在污泥堆肥

过程中难以被去除，这可能是因为在污泥和粪便共

类别

抗生素

微塑料

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

内分泌干扰物

四环素类

诺氟沙星

氧氟沙星

总量

氟蒽

苯并（b）氟蒽

苯并（a）芘

壬基酚

双酚A
17α-乙炔雌二醇

雌二醇

厌氧消化

71.20%~96.79%
（热水解预处理+厌氧消化）

18.00%~42.02%
（碱预处理+厌氧消化）

16.79%~26.08%

53.50%~59.90%
8.00%~36.00%
1.00%~11.00%
9.00%~27.00%

—

40.00%~80.00%
80.00%~90.00%（中温）

70.00%~80.00%（高温）

—

好氧堆肥

—

89.40%~95.40%（木屑+污泥）

31.30%~48.40%（污泥）

87.20%~95.40%（木屑+污泥）

16.30%~38.20%（污泥）

7.30%（40℃）
43.70%（70℃）
26.00%~42.00%
11.00%~51.00%
28.00%~48.00%
46.00%~58.00%

50.00%
—

74.86%

表 2 污泥经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处理后新污染物去除率[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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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过程中，氟喹诺酮类药物（217~2500 d）的消除

半衰期长于四环素类（1~350 d）、大环内酯类（2~
105 d）和磺胺类（2~133 d）[54]。在目前的研究中，对

好氧堆肥去除污泥中内分泌干扰物存在争议，污泥

好氧堆肥后雌二醇的平均浓度（79.20 μg/kg）显著

低于其在消化污泥中的平均浓度[55]，而污泥中雌激

素和乙炔基雌二醇经堆肥处理后浓度有所增加，雌

酮和雌三醇则基本保持不变[56]。

污泥堆肥过程中新污染物的去除受其物理化

学性质、堆肥辅料（如膨松剂、零价纳米铁、生物菌

剂等）、堆肥条件（如 pH值、温度、C/N比等）和生物

利用度影响。对于某些 Kow相对较高的新污染物，

在高温条件下可导致其快速挥发。卤代有机化合

物的去除率通常低于芳烃类，短侧链有机污染物的

去除率一般高于长侧链有机污染物[57]。微塑料在

酸性环境中具有良好的降解能力，而在高 pH值的

碱性环境中不易降解[58]。传统高温堆肥的适宜温

度一般在 55~60℃左右，而超高温堆肥的堆体温度

在 80~100℃，达到堆肥周期缩短 30%以上的同时

对新污染进行有效削减[59]。经过 45 d的超高温堆

肥处理，污泥中微塑料去除率达到 43.70%，是传统

堆肥处理的10倍[42]，这是由于超高温堆肥主要通过

向传统堆肥中添加超嗜热菌剂，能有效地裂解微塑

料长链结构，并在高温下形成较低分子量的片段，

进一步降解为二氧化碳。新污染物的性质通过影

响微生物组成[60]，来影响堆肥系统的微环境条件，

从而影响堆肥品质。堆肥过程中微塑料的存在会

抑制硝化细菌活性，降低了固氮酶、还原酶基因的

表达水平，并且堆肥过程中微塑料浸出液中含有的

添加剂、增塑剂等也会对硝化作用产生抑制[61]，导

致堆肥中 NH4
+-N的积累，更易造成氮素的损失。

部分微塑料可被微生物降解，为微生物提供了更多

可利用的碳源、使堆肥温度升高。堆体温度的升高

会促进大量积累的NH4
+-N转化为NH3和N2O，增强

氮素以气体形式逸散的趋势[62]。目前，大多研究关

注新污染物的浓度变化，很少有研究分析堆肥过程

中产生的中间体，对污泥堆肥过程中新污染物的降

解途径并不明确。例如，某些中间体（如壬基酚）对

植物（如小麦幼苗）的毒性高于其母体化合物（如壬

基酚乙氧基酸酯）[63]，即堆肥后可能存在更为危险

的中间产物，影响污泥堆肥的土地利用。因此，需

要对污泥堆肥中新污染物的去除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

2.3 土地利用

尽管通过污泥处理过程新污染物的浓度得到

削减，但其末端资源化产品中仍残留部分有害的新

污染物。随着土壤蓄积、下渗和径流对地下水源和

地表水源产生污染，通过农作物、水源等途径对人

体健康造成影响，施加污泥肥料的土地也会对农耕

人员直接造成职业健康风险，故污泥处理过程末端

资源化产品用于土地利用过程存在的生态风险需

要引起人们的关注。17β-雌二醇、三氯卡班、三氯

生、环丙沙星和 17α-乙炔雌二醇被认为是高生态

风险污染物[64-65]。受微塑料污染的污泥，其堆肥产

物会降低土壤质量，影响植物的生理活动[58]。目前

我国污泥土地利用还停留在关注污染物控制指标

是否达标的阶段，尚未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风险评

价体系，尤其针对新污染物相关研究数据匮乏，难

以从危害鉴定、剂量-效应评价、暴露程度和风险

度评定等角度对其进行完整评价。此外，缺乏公认

的生态风险评估程序及产业发展经济政策也是制

约我国污泥土地利用的重要原因[66-68]。

3 我国城镇污泥中新污染物防控策略

1）开展污泥中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筛查和评

估。新污染物治理重在源头，核心是进行风险管

控。全面开展风险筛查、分级评估，实施源头、过程

和末端管理。进一步开展城镇污泥中未知污染物

的筛查工作，聚焦污泥监测，推进新污染物监测、识

别和暴露分析的成套技术方法，结合生态与健康风

险研究，逐步提出城镇污泥中需要优控的新污染物

清单（图2）。

2）制定污水厂新污染物排放标准。瑞士、美

国和英国等国家先后对污水厂的出水进行新污染

物排放控制，以克拉霉素、双氯酚酸和氢氯噻嗪等

12种典型新污染物去除率（高于 80%）作为深度处

理工艺评判标准[69]。而目前，我国尚未制定针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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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新污染物的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污水处理

厂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必须严格控制出水水

质、泥质控制指标及排放标准（图2）。

3）城镇污泥中新污染物的全过程控制。通过

对城镇污泥中新污染物的浓度检测，研究其污水处

理工艺全过程中新污染物的质量负荷变化及水、泥

两相的转移机制，深入解析从“水”到“泥”的迁移转

化规律。进一步研发适用于城镇污泥的高效、低成

本的高风险新污染物强化处理处置技术及装备产

品（图 2）。需要注意的是，所研发的污泥处理处置

技术对各类新污染物的普适性，且在实践中各种去

除技术的效率受工艺操作条件、污泥泥质等诸多因

素影响。

4）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风险评价体系。严格

按照相关标准规定，合理进行污泥处置，同时需要

对施用污泥的土壤或污泥资源化产品进行长期监

图2 我国城镇污泥中新污染物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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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建立完善的新污染物生态环境风险评价体系

（图 2），从危害鉴定、剂量-效应评价、暴露程度和

风险度评定等角度对其进行完整评价，研究新污染

物对环境的累积影响，为进一步制定科学合理的污

泥处置方案提供数据支撑。

4 结论

近年来，各种新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检出

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若不对污泥中广泛存在的新污

染物进行有效控制，污泥土地利用后将会带来严重

的生态风险。从我国污泥中新污染物的存在水平

来看，抗生素检出率较高，浓度处于μg/g dw级别；

内分泌干扰物浓度处于 ng/g dw级别；微塑料存在

水平普遍较高，丰度范围为 1600.00~56400.00 个/
kg dw。污泥厌氧消化和好氧堆肥处理技术能够有

效控制和削减污泥中存在的新污染物。不同新污

染物的去除效果受污染物的理化性质、生物利用性

等污染物自身条件的影响。已有研究集中关注污

泥中单一新污染物的控制技术，随着新污染物检出

率的不断增加，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多种新污染物共

存体系的去除路径及降解机制，可采用优化堆肥条

件和引入特定的微生物菌种相结合的策略来提高

新污染物的降解效率，从而获得较安全的堆肥产

物。土地利用是污泥堆肥产物的最终去向，我国亟

须开展对污泥土地利用过程中各类新污染物的生

态风险评价，并建立相应的限量控制标准，以便为

污泥土地安全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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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status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new pollutants in urban sludge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Sludge is an important "sink" of emerging pollutants and the ecological risk caused by emerging pollutants is the key
to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safe disposal of sludge.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pollutants
in urban sludge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removal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ing pollutants by sludg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puts
forwar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treat emerging pollutants in sludge, further condenses the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still existing in the treatment of emerging pollutants in sludge, and thus puts forwar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istence level of various emerging pollutants in sludge, the detection rate of antibiotics is
high,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up to μg/g dw; concentrations of perfluorocarbons and endocrine disrupting agents are in the level
of ng/g dw; the existence level of microplastics is generally high, with an abundance range of 1600.00~5640.00 /kg dw. Sludge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aerobic composting treatment technologie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reduce the existence of emerging
pollutants in sludge. The removal effects of different emerging pollutants are affected by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bioavailability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the pollutants themselves. Further research can be conducted on the removal paths and
degradation mechanisms of a variety of emerging pollutants coexisting systems. The strategy of optimizing composting conditions
and introducing specific microbial strains can be combined to improve th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of emerging pollutants, so as to
obtain safer compost products. Land use is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sludge compost products.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various emerging pollutants in the process of sludge land use and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limit control
standards,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afe use of sludge land.
KeywordsKeywords urban sludge; emerging pollutant;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control technolog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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